
《金融与发展》2011年3月号4

他不用电子邮件，但他的名字和技术进步紧紧相

连。罗伯特·索洛是个从不远离岸边的海上迷航的狂

热水手，他有着经济学领域最富冒险精神的头脑，但

却在同一间大学办公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办公室的

窗外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

索洛绕开了宏伟的构想，另辟蹊径地解决了一个

个经济谜题，他所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模型彻底改变了

关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研究。他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名誉教授，因为在经济增长理论上的开创性贡献获

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是这样的学者，他在他的学科上留下了不朽的

印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这样说道，“不

仅仅是模型，请注意，即使是其中的索洛残差都足已

让他青史留名！”（布林德，1989 年）。

大萧条的童年

我们相聚在新英格兰秋冬交界那段美丽、明快、

阳光明媚的日子。索洛身形瘦高，有着温暖的笑容。

他的办公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这里能看到波

士顿的市景。他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办公

室里度过。“这是我唯一的全职学术工作。我不是只候

鸟，我扎根于此。”

索洛急忙提醒我，当时他还是助教，不应该得

到这么宽敞的办公室。1952年当经济系搬进新大楼

时，他获得教职不过几年，但却已经是已故的20世纪

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保罗·萨缪尔森最亲密的朋友和

同事。他被认为必须得紧挨着萨缪尔森的办公室工

作——后者当然拥有系里最好的办公室。

索洛生于1924年，经历过“大萧条”和“大衰

退”。他在布鲁克林长大，父亲是一个与苏联进行贸易

的皮货商。大萧条中的种种事件给很多经济学的先驱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索洛也不例外。“即使作为

一个孩子，我都非常清楚坏事情发生了，它被称为萧

条。它意味着有很多的人失去工作，很多人处于贫困

和饥饿之中，我无法摆脱这种印象。它可能是我一生

中最重大的事件，而且可能影响了我看问题的态度，

即便现在也是如此。”

在他 16 岁得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之后，对社会动

荡背后的推动因素的兴趣促使他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

以及一些基础的经济学（还有一些是难度较高的经济

学大部头著作，比如沃西里·里昂惕夫刚刚出版的《美

国经济结构》）。但是 1941 年 12 月日本对珍珠港的袭

击促使他放弃学业，立即入伍，成为美军的一名二等兵。

如果他继续学业，那么毕业后他会成为一位军官，但

是“打败纳粹主义在当时肯定是头等大事”，他这样说。

索洛加入了信号情报部门（他同时通晓摩斯电码和德

语），并在北非和意大利服役。

当他返乡时，索洛便立即迎娶了自己的心上人，

经济历史学家芭芭拉·路易斯。目前，两人结婚已经

超过了65年。

1945年重返哈佛时，索洛在路易斯的建议下转学

经济学，并成为里昂惕夫的学生、研究助理，最终成

为后者终身的朋友。他从研究生向专业经济学家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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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赢得了里昂惕夫的赞赏。作为他的导师，里昂惕夫

让索洛每周读一篇论文，留待下一次两人见面讨论。

那时，经济学还不是很数学化，而索洛缺少本

科数学的训练，但是他厌恶只能读非数学类论文的感

觉——下面这句话可以体现他的愤慨和决心：“我不允

许这种事发生，因为我不能读一流文章，所以就去读

二流文章”。因此，他选修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必要

数学课程。

这是一个偶然的决定。它不仅给索洛带来麻省理

工助教（教概率和统计）的机会，还意味着索洛可以

和萨缪尔森用同样的语言交流，并在学识上保持和后

者的一致——他将这一成就称为“每时每刻都尽可能

地追赶”。反过来，萨缪尔森评价索洛为“完美的经济

学家中的经济学家”。

之后，他们成为同事和朋友近60年。每当索洛受

到其他学校的邀请时，他都想他只会在萨缪尔森和他

一道搬走的情况下离开。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这也

是两人终身在麻省理工工作的原因之一。

重建与非殖民化

在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的重建和新

独立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增长理论成了经济学

家的研究主题。在索洛作出贡献之前，这一领域已经

存在，但是前景黯淡。罗伊·哈罗德1939年的开创性

文章和埃弗塞·多马从1946年开始的开创性研究推测

稳定的长期增长是可能的，但是在那时的标准宏观经

济学模型中，这是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因为这

种稳态解在模型的边界上移动。为了全面实现稳定增

长，经济体的储蓄率必须正好等于资本产出率和人口

增长率的乘积。

但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这三个变量，即

储蓄率、资本产出率和劳动力增长率，是固定的、外

生的，分别由关于偏好、技术和人口的假设所决定。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需的等式成立，而如果不成立的

话，模型预测经济体将受制于不断增长的波动。

索洛带着两个宝贵的洞见参与到辩论中来。首

先，索洛认为，除却19世纪90年代的衰退以及大萧条

和二战，从历史上看，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将爆炸性波

动（无论是没有约束的增长还是超出常规的紧缩）的

主要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也不接受更高的储蓄

率将导致长期增长率增加的假设。

其次，关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外部影响，索洛

的注意力被很自然地吸引到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生

产环节。这个选择给他带来了声誉。在他1956年的题

为“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索洛展示了如何

放宽生产技术的假定，从而使得弹性的资本产出比率

带来稳态增长的结论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理所当

然的结果。增长理论可以摆脱对精密的平衡结构的依

赖了。而且现在所有经济系的学生都知道，索洛模型

中的长期增长是独立于储蓄率的。

索洛没有止步于此。他对1956年他的文章发表之

后其他增长理论家大多数研究的进展并不满意，索洛

在1957年用“技术变革和总生产函数”一文再次震惊

了实证研究者。他用理论模型将增长的源泉分解为资

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而且他表明技术进步而非资

本积累才是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技术变革剩

余”——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有一部分增长无法用

特定的因素解释，比如资本积累或劳动力增长——进

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

索洛残差

讽刺的是，索洛本人对残差的规模及其对于增长

的重要性感到惊讶，即便其模型的中心预测是长期增

长可以只来自技术进步。他的下一篇重要论文——关

于内含的技术——尝试在长期增长中赋予资本积累更

高的地位。

索洛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

加大技术研发融资的政策（见专栏）。

索洛一开始认为他的模型只适用于美国这样的

发达国家。但随后他开始相信，在给定制度前提下，

模型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他将中国的惊人增长归

因于该国的高投资率和政府令技术前沿推动经济的决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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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大方地承认了自己受益于亚瑟·刘

易斯关于劳动力盈余国家的增长的研究。他还很快对

特雷弗·斯旺的成果大加赞赏，后者几乎在同时独立

得到了几乎一样的模型，但是从没有获得索洛那样的

认知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是索洛认为自己“有

个稍好的捕鼠器”。

在2007年的论文中，索洛推测了为何他的工作更引

人关注。首先，斯旺的模型是基于特定的（科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而且仅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论文中，人

们才发现他始终熟悉更一般的情况）。这也是为何索洛

更具一般性的假设显得更简单更透明。第二，斯旺的模

型（包含了重要的附录——“关于资本的说明”）被认

为是对琼·罗宾逊和皮耶罗·斯拉法的支持者的回应，

这两位学者当时正深陷入“剑桥资本争论”（一个在经

济学模型中如何计算资本的技术和数学上的分歧），也

因此就像这些争议失去了经济圈子的兴趣那样失去了

应有的关注度。第三，索洛是个美国人，在《经济学季

刊》上发表文章，而斯旺是个澳大利亚人，在索洛发

表文章的十个月后才在影响力比较小的《经济学评论》

上发表他的论文。有一点是明确的，多年以后，芭芭

拉·斯潘塞（斯旺的女儿，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认为

索洛为了保证斯旺的成果不被忽视，付出了“慷慨的努

力”。

索洛的才华很早就为人所知。他获得过克拉克

奖，该奖由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给40岁以下的最优秀的

经济学家。他还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约翰肯尼迪总统

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79年成为美国经济

学会主席。

不可抗拒的组合

索洛模型实证上的成功和分析上的简洁对那些

在多个领域寻找主力模型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可抗拒

的，但是索洛常常不认可其模型被运用的方式。之后

不久，经济学家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目的在不同的分支

学科运用该模型，应用的范围包括关于企业家精神和

商业周期的解释以及产品多样性和创新方面的改进。

索洛成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这一新兴领域的有力

的评论家，该理论将他的模型置于解释短期宏观波动

的核心，认为衰退是一种有效的市场行为，不会导致

某些市场失灵。在失业理论上，索洛认为劳动力市场

的失灵应该是商业周期分析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应该

被忽略不计。

再之后，就像大多数真实商业周期的理论家那

样，索洛支持宏观经济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特

别地，他希望关于在宏观经济学中加入的价格“粘

性”（或调整的缓慢）、垄断竞争和其他市场不完美的

讨论将至少提供对短期分析的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的成功也伴随着其所受到的尖刻讽刺。就

像索洛不愿将他在大萧条和二战的经验直接运用于长

期增长爆炸理论那样，他从未认为他的增长模型可以

充分描绘短期波动。事实上，在其1956年的文章中，

他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他的模型适用于长期增长，而非

商业周期的变动。不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洛

也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了商业周期理论的某些方

面，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林

德，他们也在这一领域成就斐然。索洛将经济的短期

行为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尤其是工资向下的刚性）

联系起来，而且他为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预

测做了辩护，反对货币主义者关于政府借贷会挤出私

人部门借贷的言论。在这一阶段，他是某些经济学家

的机智的批评者，这些经济学家要么提倡极端的政府

干预，要么让政府什么都不管。“每件事都会让米尔

顿·弗里德曼想到货币供应”，他曾经打趣说，“每件

事都会让我想到性，但是我不会把它写到论文里”。

增长理论的复兴

当索洛启程去斯德哥尔摩领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

发的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奖的正

式名称）时，增长理论的复兴也拉开了序幕。其中，保

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表明了他们对长期稳态增长

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唯一决定这一结论的不满。索洛

完全赞成这种观点。他本人的理论和实证工作表明了技

术进步对于增长的重要性——现在经济学家需要进一步

探究什么驱动了进步，进而驱动增长。

涉及私人部门的研究

索洛认为大学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和那些在私人部

门研究实验室的工作者应该有更多的互动。

他对那些为技术进步建模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是，花些时间在研究实验室里，从而更好地观察科学进

步的随机性以及创造性过程和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的激

励之间的相互影响。索洛当然知道这些，他在通用汽车

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任职八年，其研究实验室的“规

模相当于一个小型大学”。

“我认为对经济学来说，技术进步中始终有个外

生要素，因为科学中存在外生要素，任何科学家或者分

析师都会告诉你，当你从事某项研究时，你常常最后解

决了一个和你原先以为的自己研究的主题有所不同的问

题。也因为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科学和工程学的成

果是外生的。这种要素始终存在，但是内生增长文献在

我看来并不能抓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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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麻省理工经济系的一分子，真的非常幸运。当他在

1961—1963年间为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的合作

者是沃尔特·海勒、阿瑟·奥肯以及肯尼斯·阿罗

这样的学者。“我认为这确实重要”，索洛说，“如果你

想获得学识上的进步，那就去构建一个能够一起高效

工作的优秀团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成功了，

你的士气高涨，你更加成功”。

日色渐晚，我在索洛摆满了书的办公室里给他拍

了几张照片。我没有问他是否对即将离职感到沮丧，

但是我认为他不会。索洛反对满足感——他相信自己

已经给学界开了个好头，而现在正是将火炬传给下一

代的时候。

当我们整理办公室时，我问索洛有什么最新的

观点。“有”，他说道，“这是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经验

之一。我认为学问成功的最重要的环节是成为士气高

涨的团队的一分子。我相信进步通常来自智力团体，

而不是来自个人。这就是诺贝尔奖等奖项的错误所

在”。

他最后的话反映了他始终坚持感谢别人对他获得

成功的帮助，这贯穿我们的整个谈话。他走下麻省理

工经济系的大楼，迎接他的是他的夫人，我很惊诧为

何有人在其学术生涯中获得如此成就还这样谦逊。他

是个谦虚的人，虽然他一点都没有必要谦虚。■

阿提世·雷克斯·戈什（Atish Rex Ghosh）是IMF研

究部的主任助理，也是《西北第十九街》的作者；苏

曼·巴苏（Suman Basu）目前在IMF研究部的经济项目

组，其协助了本文的起草。

这些论文的涌现带来了三个不同路径的理论的发

展。某些最早的文章（如罗默的第一篇论文）认为稳

态增长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只

要资本没有造成边际收益递减。第二组论文增加了额

外的累积因素，如人力资本。最后一组论文开始明确

地以技术创新过程的外部性建模。索洛认为第三类论

文是最具吸引力的，同时他还认为，在科技创新究竟

来自何处这一方面，经济学家还有很多需要了解。创

造产品新的多样性或制造更高质量的产品等方面的创

新被建模为企业的积极商业决策。如今，至少从理论

角度上看，政府关于资本积累和研发激励上的政策会

影响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

这一新领域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中得

出的这些结论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的，其中包括戈登·布朗，他于1994年成为英国的财

政大臣，之后还担任了首相，他也将该理论视为其

提案议程的基石。尽管索洛认为这是解释长期增长的

最有效途径，但他同样认为这些模型像对待一种产品

（生产函数的机械产出）那样处理技术创新是绝对不

现实的。

从危机中吸取教训

那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宏观经济学发

展状况如何呢？在索洛看来，这些模型中的囚犯太

多了（具有代表性的代理人、真实商业周期、无摩擦

均衡）。索洛并没有归咎于危机本身，抑或责怪经济学

家用错了模型；事实上，危机来自这样的观念：“如果

橘子酱的市场是自我调节的，那么固定收益证券的市

场也是自我调节的。”他认为经济学家扩大了这一观念

的影响力，但是即便没有这样的观点支持，太多人还

是在情况不会改变的假设下赚了太多的钱。

索洛希望经济学家牢记两个教训：第一，在现代

社会，不能在忽略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研

究；第二，金融市场并不一定稳定且不一定会自我纠

正。“你看，我老了，没有太多时间等了。但是我想看

见经济学界从危机中学到东西。你应该从观察中有所

得，而包含大偏差的观察结果会比你从微小偏差中学

得的多，但还没有这样的迹象。”

组织的力量

由于有了辛辣的机智，索洛说他尽量不严肃地看

待自己。当被邀请参与撰写一本关于著名经济学家生

活哲学的书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复制”的文章，并

认为组织和团队实现的价值要高于个人的成就。

对于他自身而言，他回忆说，自己能成为军队

“我认为学问成功的最重要的环节是

成为士气高涨的团队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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